
·学术综述·

气候变化问题经济分析方法的
研究进展和发展方向

张　 莹

摘 要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尺度的环境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经济问

题。 作者梳理了气候变化问题经济分析主要采用的模型工具， 回顾了不同类

型模型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其结构特点。 现有经济分析方法和模型工具无法合

理地解决各种不确定性问题， 也难以准确刻画技术进步以及极端气候灾害带

来的经济损失和损害， 因此有可能低估气候变化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

响； 不同分析所使用的贴现率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此外， 现有的分析框

架无法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个体在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存在的异质性。 为了

解决上述问题， 近年来， 经济学者开始尝试将分析传统经济问题时使用的动

态一般均衡模型和智能体模型等新工具用于分析气候变化问题， 评估应对气

候变化行动产生的成本和收益。 展望未来， 中国应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适用于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经济分析模型工具， 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校准

获得的关键参数和数据， 将评估结果与国外模型的模拟结果进行对标， 并建

立相应的参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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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气候变化会给人类生活及地球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影响， 因而全球性的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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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已成为非常重要的科学和国际政治议题。 气候变化问题有别于金融、 贸易、 产业

等传统经济学议题， 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非常广泛且复杂， 包括外部性、 公共物品、
共享资源等多方面的问题。 开展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气候变化提供经

济学理论支撑和实证分析支持， 并为解决该问题 （如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地球工

程手段等） 提供规范的政策分析工具和指导性结论。 一般认为威廉姆斯·诺德豪斯

是最早采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经济学家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１９７５、
１９７７）。 之后，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在 ２００６ 年发布的 《斯特

恩报告》 （Ｓｔｅｒｎ Ｒｅｖｉｅｗ） 则被视为是奠定气候变化经济学基础的著作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０６），
他力推的气候变化经济学概念和分析方法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国际气候谈判

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特恩曾指出， 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不同于其他的经济

学问题， 其涵盖范围囊括增长和发展、 产业经济学、 创新和技术进步、 制度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 人口和移民问题、 公共财政、 信息经济学和不确定性、 环境和公共经济

学等， 所以他认为对于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需要 “从全球角度出发， 在较长的时间

尺度上， 重点考虑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 并探究出现重要的非边际

（Ｎｏｎ⁃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变化的可能性”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０７）。
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气候变化经济学在众多经济学研究者的推动下取得了

显著的发展， 在实证分析方法、 气候—经济学系统的数值模拟以及理论模型构建等方

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１９９２）。 例如， 经济学家们研究了各种不确定背

景下对碳排放的管制 （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１９７４； Ｈｏｅｌ ａｎｄ Ｋａｒｐ， ２００１）， 对气候变化引起的

灾害性结果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２０１１；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Ｐｉｎｄｙｃｋ， ２０１４）， 探讨了

气候变化产生的冲突影响 （Ｈｓ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Ｃａ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以及气候变化对

农业的影响 （Ｓｃｈｌｅｎｋ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Ｌｏｂｅｌ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等等。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

上， 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陆续构建出一些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综合评估模型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ＡＭ）， 将经济系统和气候系统整合在一个模型框架内。
这种模型成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ＰＣＣ） 分析气候变化政策效果的主要工具 （Ｃｌａｒｋ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也是目前气候政策

研究的主流工具。 ＩＰＣＣ 发布的几次评估报告都介绍了大量用于分析气候经济问题的

综合评估模型。 一些国家在对其国内气候变化政策进行经济评估时也多采用这类模

型。 这些 ＩＡＭ 的经济系统仍主要采用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和分析方法， 探究气候变化

问题中的减排、 适应、 融资等具体议题对传统经济决策产生的影响。
近年来，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日趋积极， 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之

一。 为保证气候政策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应高度关注气候变化经济分析领域的研究进

展， 考虑如何在国际气候谈判和国内气候监管中合理利用气候变化经济评估的研究成

果与结论。 本文将从经济分析的视角出发， 总结目前主流的 ＩＡＭ 在经济分析方法应

用方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并介绍未来可探索的发展方向。 文章的第二部分介绍了气

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其主要特点， 侧重于介绍模型中的经济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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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工具； 第三部分归纳和总结了气候变化问题经济分析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局限

性； 第四部分分析了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方法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 第五部分展望了

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六部分是结论和讨论。

二、 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的发展历程及特点简介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１９７５） 开创性地将经济系统和气候系统整合在一个模型框架内， 并用

来分析气候政策的效果， 此举标志着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用于分析气候问题的发端。 尽

管此类模型也包括气候模拟的部分， 但其核心在于利用经济学原理评估和比较不同的

减排方案和温升情景面临的收益和成本。 ＩＰＣＣ 发布的首次评估报告推动了各类以经

济评估为目的的综合评估模型在气候领域的快速发展， 一批经济分析模型相继问世。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包括 Ｐｅｃｋ 和 Ｔｅｉｓｂｅｒｇ （１９９２） 的循环经济技术评价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ＥＴＡ） 模型、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１９９４） 的气候变化社会经

济影响动态综合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ＩＣＥ） 模型、
Ｍａｎｎｅ 等 （１９９５） 的地区和全球影响估计模型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ＥＲＧＥ）、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和 Ｙａｎｇ （１９９６） 的区域集成气候变化经济影响模

型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ＩＣＥ）、 Ｈｏｐｅ （１９９３） 的温

室效应政策分析 （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ＡＧＥ） 模型以及 Ｔｏｌ
（１９９７） 的气候问题的不确定性、 谈判和分配框架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模型等。 这些早期的 ＩＡＭ 的经济分析模块基本上

都是根据经典经济增长文献， 采用传统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建立起来的。
ＩＡＭ 同一般经济模型最大的区别在于其需要纳入气候系统， 用模型工具对碳循

环、 水循环等复杂地球系统模式进行描述和刻画。 其中， 排放和全球温升之间的关系

是气候模块最为核心的部分。 然而， 排放和温升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研究气候变化的综合评估模型中， 经济分析模块一般都会假定存在一个代表性主体

（即需要进行气候政策决策的地区或全球）。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 气候问题的决

策可以被理解为跨期最优化问题， 因此该主体需要决定各种资源在减排行动 （或发

展清洁能源） 以及常规经济发展 （或消费） 之间的分配情况。
ＩＰＣＣ （２００１） 发布的第 ３ 次评估报告将分析气候问题的综合评估模型分为两大

类， 分别为政策优化模型 （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ＰＯＭ） 和政策评估模型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ＰＥＭ）。 这两类模型的经济分析方法和思路存在着明显的

差异： 政策优化模型主要是对气候变化减缓和最优气候政策进行完整的成本收益分

析， 一般涉及求解最优化问题， 如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确定， 温室气体减排路径、 温

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分配， 碳税和碳价的确定等； 而政策评估模型主要考察的是某种气

候政策在实现一定的减排目标时的成本效率， 这类模型并无法确定哪一种气候政策所

带来的社会福利最大或者产生的社会成本最小， 但是可以对未来各种可能排放情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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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社会成本进行估算和比较。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伴随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的

日益重视， 气候政策的各种经济分析方法和模型也迎来了发展高峰， 除了著名的

ＤＩＣＥ 模型、 ＦＵＮＤ 模型和 ＰＡＧＥ 模型之外， 新的经济政策优化模型和政策评估模型

也相继被开发出来， 例如 Ｂｏｓｅｔｔｉ 等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的世界诱导技术进步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ＷＩＴＣＨ） 综合模型和 Ｐａｌｔｓｅｖ 等 （２００５） 的排放预

测和政策分析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ＰＰＡ） 模型。
随着 ＩＡＭ 数量不断增多， 这些模型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开始受到关注。 有些学者

认为应该在相同的假设条件、 参数和减排情景下对不同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
ＩＰＣＣ 的第 ５ 次评估报告针对气候变化减缓问题， 分析了 ３１ 个政策评估模型经济模块

的特点和情景数据库， 发现这些模型均未考虑气候系统对经济系统中市场供需变化的

反馈效应， 并且大多数没有考虑气候损害函数 （Ｋｒ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与此不同， 政

策优化模型一般会设定一个损害函数， 用来模拟全球气温的升高对要素生产率造成的

不利影响或对经济系统中的资本积累过程产生损害的情况。 正确设定损害函数形式是

气候变化政策分析的重点任务。 很多自下而上的 ＩＡＭ 将气候变化产生的各种影响通

过不同的损害函数进行刻画， 一般将气候变化引起的经济损失视为大气中温室气体浓

度上升以及全球温度升高的函数， 进而对这些函数的模拟结果进行加总， 得到气候变

化带来的经济总损失并评估二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ＣＣ）。
英国和美国政府都曾召集一批气候经济学家应用此类模型来估算 ＳＣＣ， 包括不断更新

的 ＤＩＣＥ 模型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ａｎｄ Ｓｚｔｏｒｃ， ２０１３）、① ＦＵＮＤ 模型 （Ａｎｔｈｏｆｆ ａｎｄ Ｔｏｌ， ２０１３）
和 ＰＡＧＥ 模型 （Ｈｏｐｅ， ２０１３）， 并将其模拟结果作为评估气候变化政策的参考依据

（Ｍｅｔｃａｌｆ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 ２０１５）。
大多数政策评估模型都会使用复杂的投入—产出数据来构建一般均衡模型或部分

均衡模型， 将其用于分析不同决策对经济系统产生的影响， 因此很多 ＩＡＭ 的经济系

统会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ＣＧＥ） 模型来进行模拟

和分析， 例如 Ｅｂｏｌｉ 等 （２０１０） 的跨期可计算均衡系统 （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ＣＥＳ ）、 Ｖａｎ （ ２０１０ ） 的 环 境 影 响 和 可 持 续 应 用 一 般 均 衡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ＥＮＶＩＳＡＧＥ） 模

型， 以及 Ｌｕｄｅｒｅｒ 等 （２０１３） 的投资与发展区域模型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ＭＩＮＤ）。 而另外一些模型则建立部分均衡经济模型来进行分析，
例如 ＦＵＮＤ 模型和 Ｓｔｅｈｆｅｓｔ 等 （２０１４） 的全球环境评估综合模型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ＭＡＧＥ）。 还有一些模型采用的是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递

归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 例如 ＥＰＰＡ 模型。 和很多经典的宏观经济模型一样， 气候

变化经济模型或者是对跨期最优化进行求解， 例如 ＦＵＮＤ 模型； 或者通过递归动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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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模型现已更新到 ２０１６ 年版， 最新版本可参见威廉姆斯·诺德豪斯的个人主页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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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求解， 例如 ＩＭＡＧＥ 模型； 或者同时采用这两种求解方法， 例如 Ｍｅｓｓｎｅｒ 和

Ｓｔｒｕｂｅｇｇｅｒ （１９９５） 的能源供给策略替代及其环境影响模型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ＳＳＡＧＥ）。

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 对技术

进步的处理以及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不同的 ＩＡＭ
在进行经济分析时对技术进步的处理也存在着差异， 有的将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

视为外生给定， 有的则认为通过加大投资可以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而将技术进步内生

化。 表 １ 从类型、 地区范围、 损害函数形式和技术处理等方面总结了重要 ＩＡＭ 的主

要特点。

表 １　 重要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及其特点总结

模型 模型类型 地区 损害函数形式 技术处理

ＤＩＣＥ（ＤＩＣＥ － ２０１３Ｒ） ＰＯＭ 全球模型 线性二次型函数 外生；后备技术

ＲＩＣＥ（ＲＩＣＥ － ２０１０） ＰＯＭ １２ 对每个地区设定专门的二次型函数 外生；后备技术

ＦＥＥＭ － ＲＩＣＥ ＰＯＭ １０ 对每个地区设定专门的二次型函数
内生，研发诱导和学习

诱导

ＦＵＮＤ ＰＯＭ １６
很复杂，对于不同地区或国家采取

不同的损害函数形式
内生，学习诱导

ＭＥＲＧＥ ＰＯＭ 比较灵活 二次型函数形式，考虑了气候灾难 外生

ＰＡＧＥ０９ ＰＥＭ ８ 没有明确考虑 内生，学习诱导

ＩＣＡＭ ＰＥＭ １７ 没有明确考虑 内生

ＥＮＴＩＣＥ ＰＯＭ 全球模型 线性二次型 内生

ＷＩＴＣＨ ＰＯＭ １２ 二次型函数形式
内生，学习诱导和研发

诱导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三、 气候变化问题经济分析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局限性

尽管 ＩＡＭ 是目前最常用的气候变化问题经济分析工具， 但其经济模型部分仍面

临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对模拟结果的可靠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也导致

近年来对气候变化经济模型的争议和反对意见越来越多。 ２０１３ 年， 当美国发布了基于

三个 ＩＡＭ 得出的 ＳＣＣ 估计结果后， 这些质疑也达到了顶点， 几位全球著名的经济学家，
如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３）、 Ｐｉｎｄｙｃｋ （２０１３） 和 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２１０３） 都撰文剖析了主流 ＩＡＭ 在核算

ＳＣＣ 以及其他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的成本收益时存在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局限性。 具体

而言， 这些模型和分析方法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局限性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 不确定性

ＩＡＭ 一般需要同时考虑气候系统和经济系统以及两者之间的反馈关系， 但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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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系统的变化情况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这些不确定性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

是气候变化作为一种自然过程具有不可预测的随机性； 二是对一些价值度量的主观判

断， 例如对贴现率的选择等； 三是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 例如新技术的发展和技术产

生的负面影响； 四是人类行为的差异性， 例如消费模式、 能源使用方式的不确定性

等； 五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性 （魏一鸣等， ２０１３）。
自然科学家 Ｒｏｅ 和 Ｂａｋｅｒ （２００７） 已经证明了气候的敏感性具有极大的不确定

性。① 同时， 极端气候灾难出现的概率随着碳排放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这一概率虽然

仍比较低， 但也不可忽视。 此外， 过去大部分气候变化经济分析所使用的模型工具都

是基于传统的经典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法， 其基础是瘦尾分布。 但经济学家

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２００９） 已经证明了参数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气候敏感性呈现厚尾分布， 其

经济意义表明减排行动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在现实中往往是被低估的。 如在著名的

《斯特恩报告》 中， 作者所使用的模型工具对于这些极端气候灾害造成的风险和经济

损失的估计结果都是低估的 （Ｈｅｐｂｕｒ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０８）。
气候变化问题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给气候变化经济分析模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这也影响了模型中最终成本和收益估算结果的准确性。 为了解决这些不确定性， 必须

更为准确地度量气候变化影响的概率分布、 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厌恶程度以及对社

会福利的时间偏好。
（二） 技术进步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目标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而技术进步将对未来的能源

需求和碳排放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技术进步能够降低清洁能源技术利用的成本， 从而

降低减排成本。 要通过模型合理估计长期减排成本， 关于各种新技术的发展情况以及

相应的成本就成为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然而， 技术的发展进程同样充满着各种不确

定性， 在分析气候变化问题对经济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时， 如何准确刻画技术进步也是

有待解决的难点之一。
在目前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框架中， 主要有外生和内生两种处理技术进步的方

式 （Ｇｉｌｌｉｎｇｈａ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在一些较早的气候政策优化模型中 （如 ＤＩＣＥ 模型、
ＦＵＮＤ 模型和 ＰＡＧＥ 模型）， 都是以索洛增长模型为基础， 同时假设规模回报递减以

及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 这主要是考虑到技术进步的经济模型会导致规模回报递

增， 这样会产生多重均衡， 难以得到唯一的最优化解。 这些模型一般并没有关于技术

进步的详细设定， 仅仅简单地将技术进步处理为外生设定一个自发能源效率改进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ＥＥＩ）。 而其他的一些模型对于不同的能

源技术 （包括煤炭、 天然气、 核能、 各种可再生能源、 生物燃料以及碳捕获与封存

技术等） 都有着详细的描述， 但也都同样假定技术进步水平是外生给定的。 随着时

间的推移， 后来发展建立的一些模型工具， 如 Ｐｏｐｐ （２００４） 的 ＤＩＣＥ 模型技术变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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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 气候的敏感性指大气层中的 ＣＯ２ 浓度提高一倍所引起的全球气温平均升高幅度。



生化版本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ＣＥ， ＥＮＴＩＣＥ）、 技术进步内生化

的 ＲＩＣＥ 模型版本 ＦＥＥＭ － ＲＩＣＥ 模型 （Ｄｉｅｔｚ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５）、 ＰＡＧＥ 模型 ０９ 版、
ＷＩＴＣＨ 模型和 ＲＥＭＩＮＤ 模型都开始假定技术进步是内生的， 假设技术进步可以通过

“干中学”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ｄｏｉｎｇ） 诱导 （例如 ＭＥＳＳＡＧＥ 模型） 或者是通过价格水平诱

导 （例如 ＥＰＰＡ 模型）。 在这些气候变化经济模型中， 一般都对能源部门有着详细的

刻画 （例如 ＩＭＡＧＥ 模型）。 但是对于大部分气候变化经济模型， 尤其是对 ＰＯＭ 而

言， 其技术部分的设定还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
技术进步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 如果技术研发投资投入传统化石能源领域的份额

过大， 就较难保证经济转入清洁、 低碳的发展路径 （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Ｓｍｕ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ｉ Ｍａｒｉａ， ２０１２；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技术扩散和技术的路径依赖性及

互补性目前在气候变化经济模型中也尚未得到较好处理。 一般在气候变化经济模型

中， 都会简单地使用全球范围的学习曲线来模拟技术进步， 但这背后的假设条件是技

术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完美扩散和溢出 （Ｗａｉ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这些模型分析工具

对于技术进步的处理面临的一个更大问题在于不同的技术有着不同的进步和改进率，
但大部分模型都无法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来准确预测不同技术的进步情况 （Ｆａ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ｆｏｕｎｄ， ２０１６）。

ＩＰＣＣ 最新发布的第 ５ 次气候评估报告提出， 大部分主流的气候变化经济评估模

型所估计的结果显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成本 （剔除了成本收益后） 在未来一个世

纪内仍然较难降低到低于传统化石能源的水平。 但回顾历史， 通信、 电力、 计算和数

据存储等领域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这些技术的成本在较短时期内就迅速下降到可以

支持其被广泛普及的水平。 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当前主流的气候变化经济模型对技术进

步的设定可能过度悲观， 需要对分析方法进行进一步的改善以更好地反映实际情况。
（三） 损害函数

要准确度量气候变化造成的社会成本， 就要合理设定损害函数的形式， 并根据损

害函数得到气候造成损害的估算结果， 而对于损害函数的处理正是气候变化经济学所

面临的又一难题。 由于模型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都会被反映到损害函数中， 因此很

难设定出各界都认可的合理损害函数。 现有气候变化经济分析模型一般都将观测时刻

气候变化导致的经济损失处理为关于全球气温升高相对于一些基准提高幅度 （例如，
固定增幅达到 ２℃或者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一倍） 的凸函数形式。 这样的设定具有一

定的随意性， 然而截至目前， 很少有实证研究采用实际数据去对气候损害函数的形式

进行估计。
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包括对劳动力、 土地生产力、 资本存量以及生物多样性等的

不利影响。 但气候变化导致的这些有形或无形的影响都很难被货币化或量化， 因此对

其函数形式的确定和估算就难免具有随意性， 最后得到的估算和预测结果也可能是不

可靠的。 例如， Ｂｕｒｋｅ 等 （２０１５） 对七个关于气候损害函数的模型和研究进行了探究

和讨论， 结果显示这些模型的估计结果差异性非常大。 有些模型估计出的气候损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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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非常大 （Ｈｏｐｅ， ２０１３）， 但有些模型 （如 ＤＩＣＥ 模型等） 的估算结果则明显被低

估 （Ｂｕｌｔｅｒ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四） 贴现率和公平性问题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应该意识到在探究造成气候变化的责任和分配义

务时必须考虑到公平性以及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 但这些重要的问题在气

候变化经济模型中却很难得到妥善处理。 在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经济影响评估时， 几

乎所有的模型都需要采用一定的贴现率来估计社会福利和消费水平随时间的变化情

况。 可以说， 贴现率在气候政策分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从本质上来说也体现了对代

际公平的考量。 但是， 贴现率的取值一直存在着较多争议。
首先， 贴现率的取值对于最后的分析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目前对于气候政策

分析中贴现率的选取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些学者从伦理的角度出发， 强调气

候的代际公平性， 所假设的纯时间偏好率和边际效用弹性都很低， 从而得出较低的贴

现率。 这意味着未来的气候灾难损害贴现到现在仍然会具有较高的时间价值， 因此他

们主张尽快开始大幅减排以应对气候变化， 其中的代表研究就是 《斯特恩报告》。 但

其他一些研究者更强调效率， 认为应该根据市场中消费者行为和资本的真实回报率来

决定贴现率， 由此所确定的贴现水平相对较高， 这就意味着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迫切

性并不是那么强。 美国经济学家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２００７）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提出了 “气
候政策斜坡” 战略。 出发点的分歧也导致了各种研究得出的最终结果差距相当大，
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

其次， 对贴现率的处理没有考虑个人行为的异质性， 虽然大部分学者均认为这种

异质性对于政策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 （ Ｂｒｅｋｋｅ ａｎｄ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Ｓｔｅｎｍａｎｎ， ２００８；
Ｇｏｗｄｙ， ２００８）。 相比于获得同等规模的收益， 人们对遭受损失会更为关切。 传统经

济学中的贴现率既可以用于度量收益， 也可以用于度量损失。 而气候变化经济分析中

的贴现率则主要用于度量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失， 因此直接采用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贴

现率水平是否合适也值得商榷。
最后， 很多气候变化问题的经济分析并未考虑不确定性对贴现率的影响， 但由于

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贴现率水平同确定性等价消费的贴现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这

种处理将导致估计结果存在明显的偏差 （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Ｈｅｐｂｕｒ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Ｆａ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ｐｂｕｒｎ， ２０１４）。 因此即使模型中效用函数具体形式的设置非常合

理， 关于纯时间偏好率以及边际效用弹性参数的取值也会面临很多争议 （Ｇｒｏｏ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Ｐｉｎｄｙｃｋ， ２０１３； Ｈｅ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ｌｌｎｅｒ， ２０１４； Ｋｏｌｓｔａ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如果贴现水平的取值存在问题， 气候政策分析模型就无法为政策制定提

供可靠指导， 甚至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五） 对经济主体异质性的处理

不同的气候变化经济模型研究的尺度也有所不同， 有的是全球模型， 有的仅关注

某一地区或国家。 无论是哪类模型都需要处理研究范围内经济主体的异质性问题，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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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气候变化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 乃至在同一个地区内的不同个体之间

都存在很大差异。 但是目前很多气候变化经济模型却将所有的经济主体进行统一处

理， 并将这些经济主体因气候变化而遭受的损失简单加总。 统一处理的方式将低估发

展中国家所遭受的损失， 而在同样的气候变化条件下， 发展中国家往往更加脆弱； 同

样地， 这一处理方式也忽视了气候变化问题对不同群体所造成影响的差异性。 ＩＰＣＣ
评估报告指出， 传统的气候问题经济分析方法和工具并没有考虑各种政策对不同收入

群体的分配影响， 而只关注对宏观经济总成本的影响 （Ｋｕｎｒｅｕｔｈ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六） 气候变化经济分析方法面临的其他问题

气候变化问题的经济分析采用了很多经典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基本假设， 但是由

于气候问题的特殊性， 一些处理方法仍亟待改善。 大部分气候政策优化模型的建立都

是基于经济学中的经济均衡分析， 很多模型的经济模块都采用了 ＣＧＥ 模型， 但是

ＣＧＥ 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资本和劳动力市场都是出清的， 因此经济体系一定会

出现唯一的长期均衡。 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能支撑该假设， 因为在现实中， 经济

活动总会面临各种难以预计的冲击， 可能会导致未预料到的经济衰退， 而且由于滞后

作用还可能导致长期失业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ｓ， １９８７） 和 “长期经济性停滞”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３９） 现象的出现。 各国政治体系和经济体制的不健全还可能导致资本分

配不当 （Ｈａｒ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５９）。 经济萧条和衰退并不满足均衡模型的基本假设， 表明在

现实中可能存在很多均衡状态， 也可能并无法实现均衡。 例如模型中关于技术的处

理， 如果假设规模报酬递增就可能导致多重均衡 （Ｄｉａｍｏｎｄ， １９８２； Ｃｏｏｐｅｒ， １９９９）。
因此， 气候变化经济分析模型不能简单地照搬经济学中基本的均衡分析框架而忽视现

实情况。 ＩＰＣＣ 第 ５ 次报告也指出这些分析所使用的 ＣＧＥ 模型可能会低估极端气候事

件产生的影响 （Ｋｒ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此外， 大多数气候变化经济分析模型没有考虑货币、 金融和银行等部门。① 但

２００７ 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昭示了金融部门对经济活动周期以及排放和减缓

的政策均非常重要。 金融部门可能产生泡沫行为以及相应的违约风险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Ｇａｌｅ， ２０００）， 金融杠杆和信贷的扩张可能引致深度金融危机 （Ｓｃｈｕｌａ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１２）。 可以预计在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的未来发展中， 对金融部门的处理和改善

的优先度仍比较低， 但更好地理解金融部门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作用将有助于这些分

析工具得出更加准确的估计结果。 气候政策有可能导致经济体系中出现 “搁置资本”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２０１３）， 这会影响公司和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 而很多绿色

金融也需要完善的金融体系作为其坚实的支撑。
经济模型应该根据观察数据对一些关键参数进行严格的检验和校准。 然而， 很多

气候变化经济模型的关键参数都直接采用其他经济分析中确定的值， 如技术进步率、
贴现率等， 而没有将其放入气候模型重新进行 “回溯检验”， 以考察这些参数值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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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只有少数学者考虑了不完整的金融体系， 例如 Ｋｒｕｓｓｅｌ 和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０９） 的研究。



适合于气候问题的分析。 Ｗｅｙａｎｔ （２００９） 认为这是由于部分社会经济时间序列数据

无法获取； 同时， 世界经济不断发生结构变化， 导致用同样的数据来估计结构参数和

预测时可能会出现偏差。

四、 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方法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

目前， 中国在发展气候变化经济学模型分析方法方面明显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
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用本国数据建立了自己的气候综合评估模型， 并用于指导制定国

家气候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 中国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自然科学研究已经

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积累， 但是在经济分析和影响评估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薄弱。
早在 ２００２ 年， 王灿等 （２００２） 就按照成本分析和综合分析两个层次， 分别介绍

了投入产出模型、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宏观计量经济模型、 工程经济模型、 动态能

源优化模型、 能源系统模拟模型、 综合评估模型等不同模型方法的特点及其在气候政

策分析中的应用。 Ｙ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６） 也对国际上主要的 ＩＡＭ 团队及模型做了详细的介

绍。 目前， 国内只有少数单位在自主研发此类模型， 包括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 中

国社会科学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等。 这些研究团队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先后建立了一些经济分析模型用于指导和分析国

家的气候政策制定。 但是原创的气候政策评估分析模型极为有限， 大部分模型都是沿

用国外主流模型的框架， 只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调整了个别参数和方程。
近年来， 一些国内学者也开始尝试对现有气候变化经济分析模型加以修正和延

伸， 例如王铮等 （２０１５） 从全球经济一般均衡和技术进步的角度出发， 构建了一个新

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综合评估模型———资本—产业演化和气候变化集成评估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ＩＥＣＩＡ） 模型， 引入了

分部门的内生过程技术进步机制。 米志付 （２０１５） 将碳配额交易机制引入 ＲＩＣＥ 模型

框架， 构建了气候与经济综合评估模型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ＭＥＣ）， 并在同一个平台下比较了支付能力、 平等主义、 祖父原则及历史责任四种气

候政策公平性原则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 但应认识到， 在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领

域， 中国扮演的仍是一个追赶者的角色。 中国需要从本国国情出发， 建立气候变化经

济分析和综合评估模型， 为中国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和收益提供技术支撑。

五、 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 ２００７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出现之后， 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传统的量化分析模型对

于经济体系中的各种不确定性、 极端事件、 路径依赖、 技术进步和创新以及异质性等

问题的处理是否合理。 在金融学分析方法和模型构建领域， 各种新的研究思路和新的

建模技术得到快速发展， 其中有些问题同气候变化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非常相似，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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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气候变化经济学也可以借鉴这些新的思路和发展 （Ｆａ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ｐｂｕｒｎ， ２０１４）， 甚

至可以借鉴一些新的分析技术。 本节将展望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方法未来可能的发展

方向。
（一） 对现有气候变化经济分析工具的改善和发展

过去几十年内， 气候变化经济和政策分析最常用的工具是 ＩＡＭ。 这类模型用简洁

的方式描述了气候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 尽管面临较多挑战和质疑， 但可以预

计 ＩＡＭ 仍是未来气候政策分析的主流工具。 因此， 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未来

发展方向之一就是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去更新和修正各种气候经济模型和分析工具。
例如， Ｄｉｅｔｚ 和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１５） 在 ＤＩＣＥ 模型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内生化， 并在新的模型

版本中考虑了灾难性气候损害；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将不可逆的气候临界点纳入随机

ＤＩＣＥ 模型的框架内 （ Ｌｅｍｏ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ｅｇｅｒ， ２０１４；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Ｌｏｎｔｚｅ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另外， 从对不确定性的处理来看， 由于很多模型核心参数的不确定性外生于模型

本身， 假定决策主体在模型中进行的是确定性决策， 不确定性就体现在这些核心参数

的取值是以概率分布的形式反映到模型的估计结果上， 这也导致求解这类模型运算量

非常大。 因此， 对这类模型计算方法的探索也是目前较为活跃的发展方向之一。
（二）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最近， 有一批学者开始提出可以将宏观经济学中常用于分析货币政策的动态随机

一般均衡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ＤＳＧＥ） 模型用来分析气候问题

（Ｈａｓｓｌｅｒ ａｎｄ Ｋｒｕｓｅｌｌ， ２０１２）。 ＤＳＧＥ 模型具有 “新凯恩斯主义” 的特点， 例如模型中

的主要假设包括名义刚性、 短期货币非中性以及垄断竞争 （Ｇａｌí， ２００９）。 相比较于

ＩＡＭ 中常用的 ＣＧＥ 模型， ＤＳＧＥ 模型对不确定性的处理更加复杂和细致。 而 ＤＳＧＥ 模

型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一大优势在于可以发展过去的气候变化经济模型。 例如，
在 Ｋｅｌｌｙ 和 Ｋｏｌｓｔａｄ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 的研究基础上， Ｔｒａｅｇｅｒ （２０１４） 通过在模型框架内

引入随机持久的冲击和贝叶斯学习过程对 ＤＩＣＥ 模型进行了修正。
目前， 大部分 ＤＳＧＥ 模型的求解都需要较大的计算量， 而气候变化经济问题涉及

多部门， 需要考虑多种不同的能源类型， 考察的时间维度也较长， 因此给 ＤＳＧＥ 模型

的运用和普及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但随着计算能力和数值算法的进步， 求解这类复杂

的 ＤＳＧＥ 模型成为可能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与此同时， 一些新的算法， 如近

似动态规划方法 （Ｐｏｗｅｌｌ， ２００７） 也能帮助降低模型求解的复杂性。
ＤＳＧＥ 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ＩＡＭ 在进行经济模拟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经

典的 ＤＳＧＥ 模型会通过一系列方程描述一个完全理性的代表性主体将会如何对未来的

随机事件或结果形成期望。 Ｔｒａｅｇｅｒ （２０１５） 尝试对 Ｇｏｌｏｓｏｖ 等 （２０１４） 建立的 ＤＳＧＥ
模型进行扩展， 其气候模块更为完整 （包括标准的碳循环、 辐射强迫和温度动态变

化过程）， 并考虑了 Ｅｐｓｔｅｉｎ⁃Ｚｉｎ 偏好。 新的模型框架对于贴现率水平、 “遗漏的碳汇”
以及气候敏感性等关键问题的不确定性都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也得出一些新的政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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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ＤＧＳＥ 模型中的每个实体单位都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典型的 “主体”， 因此可以允

许模型在地区层面或经济部门层面进行分解。 ＤＳＧＥ 模型可以采用内生技术进步、 技

术进步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的假设， 但是当技术进步被内生化处理之后， ＤＳＧＥ 模型

可能会面临和 ＣＧＥ 模型一样的规模报酬递增和均衡状态不唯一的问题。 而在对损害

函数的处理上， ＤＳＧＥ 模型也并没有办法完全解决 ＣＧＥ 模型所面临的问题， 过于复杂

的假设和处理可能会导致无法获得均衡解。 但无论如何， ＤＳＧＥ 模型对于金融部门和

宏观政策的考量和处理要比 ＣＧＥ 模型更加全面。
尽管 ＤＳＧＥ 模型可以解决气候变化经济分析和模拟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但

应该认识到 ＤＳＧＥ 模型本质上属于一般均衡模型的范畴， 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

市场出清、 最优性以及经济主体代表性等假设的合理性问题。 这也决定了 ＤＳＧＥ 模型

在气候变化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只能被视为改进传统模型和分析方法的一个可行方向，
并无法完全解决所有问题。

（三） 智能体模型

另外一种可行的研究方向是建立智能体模型 （Ａｇｅｎｔ － 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ＡＢＭ） 来分

析气候变化问题。 ＡＢＭ 可以在预先给定影响机制下， 分析和模拟决策者 （主体） 之

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 Ｂｏｎａｂｅａｕ， ２００２； Ｆａ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Ｆｏｌｅｙ， ２００９；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ｇｅ，
２００７； Ｍａ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２０１０）。 ＡＢＭ 虚拟出一套社会经济体系， 保证了该体系具有

灵活和现实性等特征。 然而， 其所要求的计算量更大， 因为和传统 ＩＡＭ 中大部分参

数都采用外生赋值的方法不同， ＡＢＭ 的所有参数都基本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估计。
ＡＢＭ 目前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 既包括冲突动态分析 （Ｌｉ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和

城市规划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２００６； Ｂａｔｔｙ， ２００９） 等非经济问题， 也包括电力市

场 （Ｗｅｉｄｌｉｃｈ ａｎｄ Ｖｅｉｔ， ２００８）、 排放交易市场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住房市场

（Ｇｅａｎａｋｏｐｌｏ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金融市场 （Ａｙｍａｎｎｓ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 ２０１５） 以及技术使用、
锁定效应和技术转移 （Ｆｒｅｎｋ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等经济问题。

ＡＢＭ 的灵活性意味着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可以考虑不同的决策主体，
形成不同的决策制定进程 （Ｔｅｓｆａｔｓｉｏｎ， ２００２）。 模型还可以用不同的技术和计算法则

去模拟主体学习和适应的过程。 而这种灵活性能有效解决传统气候评估模型面临的问

题和质疑。 例如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各种不确定性， ＡＢＭ 可以通过采用不同的参

数值反复模拟来检验这些假设条件下模拟结果 （经济产出或者社会福利等） 的敏感

性， 研究者就能够直观地观察到哪个参数的不确定性对于最后模拟结果的影响最为显

著 （Ｌａｗ， ２００９）。 ＡＢＭ 对于技术的处理也比过去的气候变化经济模型更加合理， 而

且更加适合模拟非线性和相互关联的技术进步和扩散过程 （Ｍａｒéｃｈａｌ， ２００７； Ｆａｂ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Ｓｈａｆｉｅ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ＡＢＭ 同样可以进行地区或部门分解， 然后比较不同

的决策主体如何在微观层面上与其他决策主体发生联系以及会产生怎样的宏观影响

（Ｅｐｓｔｅｉｎ， １９９９）。 此外， ＡＢＭ 还可以纳入不同的气候损害影响模块， 如气温的提高

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等。 ＡＢＭ 不用求取均衡条件下的最优解， 而是根据实证数据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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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损害函数的参数， 因此其对于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害的描述要比其他分析框架更

为可信。
尽管 ２１ 世纪初就有人提出可以将 ＡＢＭ 用于综合评估模型 （Ｍｏｓ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但直到最近才有学者开始尝试将其用于分析气候变化经济问题， 并开发出用于分析气

候政策的 ＡＢＭ， 例如 Ｌａｇｏｍ ＲｅｇｉＯ 模型 （Ｗｏｌｆ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应该认识到， 基于主

体建模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仍然较少， 建模实例也还在发展过程中， 尽管目

前已经提出了一些指导原则和标准， 但是这些原则和标准尚未被严格遵守和接受

（Ｒｉｃｈｉａｒｄ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Ｇｒｉｍｍ ａｎｄ Ｒａｉｌｓｂａｃｋ， ２０１２）。 而且， 虽然 ＡＢＭ 相较于 ＣＧＥ
模型能更好地通过实证检验， 校准和效果检验的结果也更加合理， 但是 ＡＢＭ 的数据

收集、 整理和运算工作更为繁重。 此外， ＡＢＭ 具有灵活性等优点， 其运行和模拟过

程更加符合客观现实， 但在识别和解释模型结果等方面往往需要面对更多困难。 只有

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才不会限制 ＡＢＭ 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广泛应用 （Ｇｅｒｓ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六、 结论和讨论

气候变化经济学是较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 其诞生至今不到半个世纪。 气候变化

问题涉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 需要制定出针对性的政策来应对。 在过去几十年

里， 一批经济学家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独有的特点开

发出了一系列模型工具， 从经济的角度对各种政策选项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供决策者

参考。 但大部分模型无法合理地刻画气候变化问题中的不确定性、 技术进步状况、 可

能面临的极端灾害事件以及不同地区和经济系统中不同个体间的异质性等问题。 一些

反对者也不时对模型的分析框架和结论提出质疑， 有经济学家指出应该在气候政策制

定过程中摈弃复杂的 ＩＡＭ， 转而求诸于一些简单的模型工具以及专家意见来支撑决策

（Ｐｉｎｄｙｃｋ， ２０１５）。 然而， 鉴于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 各国在进行重要的气候政策

决策时， 仍然需要客观、 科学的经济评估结果作为参考依据。 事实上， 如果缺乏合理

的定量评估模型工具作为基础， 相应的气候政策可能会受到更为强烈的反对和批评。
气候变化可能会严重损害人类的生存环境， 因此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必须找到一个可

行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来认识、 理解和评估这一问题。
从目前来看， 气候变化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有三种不同的发展方向： 一是针对

提出的各种批评不断改善现有的气候变化经济分析框架， 例如更好地处理气候损害、
在模型中纳入不可逆的气候临界点、 改进模型计算方法等； 二是引入 ＤＳＧＥ 模型用于

分析气候政策， 例如在传统 ＤＩＣＥ 模型的基础上考虑随机持久的冲击和贝叶斯学习过

程等； 三是建立智能体模型来分析气候问题， 用于模拟非线性和相互关联的技术扩

散， 分析气候决策和其他决策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等。 对两类

新工具而言， ＤＳＧＥ 模型本质上属于均衡分析工具， 无法彻底解决市场出清、 最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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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经济主体代表性等假设的合理性困境； 而要构建适用于分析气候政策的智能体模

型， 必须要从主流经济学思想中纳入有用的元素。 应该说， 无论是 ＤＳＧＥ 模型还是智

能体模型都有潜力去解决主流的气候变化经济学模型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但是目前这

两类工具在气候变化经济学中的应用实例仍较为少见。 这两类工具均具有一定的发展

潜力， 可以预期会涌现一批应用成果用于指导气候变化政策。
展望未来， 中国应该积极开发和建立气候变化经济分析方法和模型， 根据中国的

实际情况校准获得关键的参数和数据， 评估减缓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成本和收益，
并与国外的模型模拟结果进行对标。 除了直接应用国外的模型之外， 中国学者还应积

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气候变化经济模型， 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系统。 例如， 对

于各种能源之间的替代弹性， 目前国内的研究一般都是照搬国外的参数， 应当做好基

础性的经济学实证研究， 估计出符合中国实情的各种技术和替代弹性参数。 针对气候

变化经济模型面临的各种问题， 中国学者更应发挥主动性， 积极拓展新的分析方法和

分析思路， 针对发展中国家有别于发达国家的特点， 对模型分析和模拟给予更加具体

而准确的假设条件， 务求使气候经济模型的分析模拟结果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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